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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邹兆辰
(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

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 20 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

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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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不是凭空产生的，也

不是完全从国外传入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

法的形成过程中，既包括着对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

运用，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整理、批判、吸
收和借鉴，这里既包括如清代乾嘉学者的传统治史方

法也包括近代学者的新考据学治史方法。这种融汇，

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趋

势，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史学实践过程中已

经逐步形成。

一、给传统史学方法以科学地位

唯物史观本身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马克思、恩格

斯曾经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研究历史的引线”、“研究

历史的指南”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

使用的方法”等，这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方

法论特性。这一点确实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如果没有

这些建立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上的基本方法，那也就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了。但是，唯物史观的运用也

必须与各国、各民族史学研究的具体传统相结合。因

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和中国的传统治史方

法相结合，才能真正把中国史学研究的水平提高到一

个全新的层次。这种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史学研

究的效能，也能够避免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过程

中产生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使唯物史观真正起

到研究“指南”的功用。
中国是史学遗产极其丰厚的国度。这不仅包括

两千多年来所积累的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史学工作的

遗存，也包括近代以来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那些

所有史学者共同作出的杰出贡献。充分继承和弘扬

史学遗产，为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就必

须对这些史学遗产作系统的研究及分析、整理，并且

给予其科学的合理地位。
白寿彝于 1983 年就提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

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他指出:“我们建设有民

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

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

础上来进行工作。”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

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

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1］白

寿彝这里所讲的建设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就是强调要把唯物史观的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学遗产

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来没有排斥或贬低传

统史学家的治史成就，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

该以他们的成就为出发点。当年，郭沫若在《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曾经高度赞扬了王国维、罗振

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王国维的“遗书”“外观虽然

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

代的科学内容”;“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

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

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

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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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2］( P7—8)。郭沫若在《十批

判书》中又指出，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

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

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而时代性

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来才开始的。这就意

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必须沿着前辈学者所开创

的路数继续拓展下去。
但是，由于曾长期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对前

人史学方法的梳理和研究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对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成就一直没有

得到应有的充分肯定，甚至一度被当成资产阶级的史

学方法一直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冷遇。而人们所

期待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又没有形

成，具体表现就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没有出现过一

本史学方法论之类的教材和著作，所以具有中国特点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未能真正形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真正梳理、研究、吸收前

人的史学方法还是在 1980 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以

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中国史学界开始重

新思考传统史家在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成就。白寿彝

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些历史学家，不是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但在史学研究工作上，也取

得了不少成绩，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史学遗产。“王

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等的成

绩都很多，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还是有益的。他们

的成就，主要是在历史文献方面，而他们的学风又各

不相同。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看，陈垣先生作出了一

些示范的工作，在目录学方面、在校勘学、在避讳学、
在辑佚学、在年代学等方面，都作出了成绩。顾颉刚

先生在古书、古史的辨伪上，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史料

的综合运用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3］齐世荣在

《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一文中，高度赞扬了陈寅恪、
陈垣两位先生在考据方面的成就，论述了考据的一般

方法，并指出，“考据作为治史的一种工具，过去有用，

今天还有用”［4］( P388)。
当前，无论是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还是 20 世纪

以来新考据学家们的治史方法，都在现今流行的各种

史学史、史学概论的教材和著作中得到了科学的评

价。
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得到了学术界高度关注，

普遍认为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是在清初学术方法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文字狱的影响，他们淡化了

清初学者在经世致用方面的抱负，但在求实精神方面

却继承和发展了清初学者的传统。他们强调“一物不

知，以为深耻”，把考据方法扩大到历史地理和经史专

门著作的辨析上。乾嘉学派在校注旧史、重订旧史、
重辑旧史等方面对史学研究方法作出了贡献。近年

来出版的各种史学史类的著作都对乾嘉学派的治史

方法给予了肯定，如张岂之就曾指出，乾嘉考据学的

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各种考证方

法考证文献，克服了司马迁以来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

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建构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
观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5］( P192)。

近些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顾
颉刚等人的新史学方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诸多

学者从多方面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出版了各种著作，

不仅总结其学术成就，而且还梳理了他们的研究方法

论。学术界普遍认为: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视野开阔，认为研究问题要运

用抽象的思辨，采用综括与分析二法，求其原因，定其

理法。同时，需要具有广阔的知识。不仅要有中西历

史的基本知识，还要有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学、人类学、
神话学、语言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在方法论

领域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

是以地下出土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等证传世文献，

又以文献证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他对甲骨卜辞、钟
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
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作过一定研究。

陈寅恪期望根据传统方法的长处结合西方学术

方法形成新的史学方法。他在新史学方法体系中最

大的贡献是结合考据意识和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学术

的思路，开辟了新史学中文化史学的方法途径。他把

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化印迹都作为史料，打破了经史子

集的局限，形成了广义的史料。他还重视佛经、道藏、
神怪小说、笔记野乘、地志药典等。他不仅利用汉文

的书籍进行考证，还能参照各种文字资料进行比较，

他懂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

文、土耳其文。
陈垣的史学方法论的目标，就是要在全面继承传

统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创造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他

在整理和革新传统考据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

在研究中以碑文、郡书、地志、诗文集和语录为主要史

料，以正史、稗史、游记、随笔、杂记为辅助史料，并参

用类书、档案、世谱、书谱和信札。他重视目录学、校
勘学，并且提出史源学。他非常重视工具书，创新历

史年代学和避讳学，著有《中西回史日历》和《史讳举

例》。同时，他不以考据自居，而且重视史事疏解和思

想表微。他把讨论文献版本、目录、考订史实真伪的

工作看成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还要在这基础上说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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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发生、发展，并揭示其思想价值。
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并且提出了整理国

故的原则和方法。他提出，要以“历史的眼光”，“还

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还具体提出了整理国故的方

法。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把史料区分为原料

和副料的主张，认为凡一切社会生活的文献和非文献

资料都是史料。在审定史料方面，还提出内考证与外

考证的具体程序。在处理史料和史论的关系上，胡适

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口号。因为史料

总不会齐全的，那没有史料的一段，就不得不靠史家

的想象力来填补了。
傅斯年在近代新史学方法体系中的贡献，是他提

出了“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发展了比较研

究法和历史语言研究法。他主张把历史学语言学建

设成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科学，强调历史研究中

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运用，认为地质、地理、考古、
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者以工具。
这就意味着，傅斯年明确提出了史学科学化的主张，

试图把历史研究建立在严密的史料考辨和形式逻辑

之上①。
总之，近代学者这种把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与西方

近代科学方法结合，力图使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化的努

力受到了当代学术界的认同与高度重视。有学者在

评论20 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亦即

“新考据学派”时说: “在这个范式下作业的考据家

们，身具深厚的实证功力，内储取之不尽的旧学资源，

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怀抱‘为真理而求真

理’的治史观念，奉行以小见大、小题大作的作业方

式，擅用穷源毕流、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推崇‘以

事实决事实，决不用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对

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6］( P30)

这样的认识基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传

统史学在治史方法上的有益成果，建立有中国特点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体系创造了条件。

二、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包括的内容比较广，

就史学方法论来说即包括史料的搜集鉴别、历史事实

的考证、历史著作的编纂等诸多方面。这里，仅以历

史事实的考证问题为中心略加论述。
乾嘉学派史学的历史考证方法是中国史学遗产

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寿彝指出:“乾嘉学派的烦琐学

风，我们不提倡，它比明清之际那种经世致用的学风，

在思想上是倒退的，但对整理历史文献的技术方面是

有成就的。我们还是应该吸收过去关于这方面的成

果，其中有目录学的、版本学的、校勘学的、辨伪学的、
辑佚的、注释的等等方面。过去这些工作，基本上是

就事论事、就书论书的多。把它们组织起来，条理化

起来的工作，过去是作得很少的。我们可以先把过去

的已有成绩整理出来，使其便于利用。”［1］

新时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对乾嘉以来史学研究范

式的研究高度关注。在各种史学概论和史学方法论

的教材中都作了大量介绍，还出版了不少专门研究乾

嘉学者在史学方法论上的成就的著作②。到世纪之

交，不仅有了综合研究乾嘉学派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

的著作，还有研究乾嘉学派史学代表人物如赵翼、钱
大昕、崔述等的一系列著作③。如罗炳良对于研究乾

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投入了大量精力，先后出版了

《18 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清代乾嘉史学的理

论与方法》、《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等著作。他

从乾嘉史学代表人物、代表著作中钩沉梳理出他们在

考证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如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崔
述的《考信录》中，总结出他们归纳考证、比较考证、辩
证考证、溯源考证、会通考证等考史的具体做法，揭示

出乾嘉学派在史料考证上带有方法论特点的共同经

验，总结出乾嘉学派的“历史考证方法论”，包括归纳

演绎考证的方法、比较考证的方法、溯源考证的方法、
实事求是考证的方法、参互考证的方法及辩证考证的

方法等。对乾嘉学派的这些研究，不仅为当代学人学

习、运用其方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建立有中国特

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史学家所编撰的史学概论、

史学方法论一类的著作中，在讲到史学方法特别是史

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以乾嘉学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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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四章第二节。
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 崇文书局 2001 年版) ，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学

的理论和方法》(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罗炳良《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

参见赵兴勤《赵翼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方诗铭《钱大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顾吉辰《钱大昕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 ，张涛、邓声国

《钱大昕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吴量恺《崔述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等。



近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作为基础。如宁可在《史学理论

研讨讲义》中讲到史料的考证问题时，特别推崇钱大

昕的《廿二史考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陈
垣的《校勘学释例》、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胡适的

《校勘学方法论》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

法》、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讲考证方法

的著作，同时还提到王崇武的《万历征东岛山之战及

明清萨尔浒之战》、《李如松东征考》，孟森《清初三大

疑案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

实》，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王国维的“二重证

据法”等实际的考证作品。在总结前人考证方法的基

础上，宁可论述了十一种考证方法，包括本证( 内证) 、
外证( 他证) 、参证、旁证、反证、默证、理证、孤证、类
证、丐证、证伪等①。这是对于传统考证方法的创造

性发展。
即使 21 世纪最新出版的史学概论著作，也是把

历史学的考证问题作为历史学的“基本层面”来看。
王学典主编的《史学引论》设专章《历史考证: 事实的

确定》来论述这个问题。但在这里，编著者已经将中

国传统的历史考证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考证

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了。同时，作者还以王国维、
郭沫若、吴晗等史学大家的考证方法为例，提出了考

证方法的综合运用问题，如多重证据法、内在和谐原

则、演绎推理法、“问答逻辑”等等。
如今，传统史学的治史方法已经成为广大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基本技能和素养。

三、对新考据学派方法的创造性应用

对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方法的研究、总结固然十分

重要，但是在治史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方法则是

更重要的事情。
传统的史学考据方法所探讨的对象往往是一些

史料或史实上的个别具体问题，现代中国史学家在持

续运用传统考据方法在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的研究

上作出了贡献。罗尔纲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生前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太平天

国史的一代宗师，经他整理过的太平天国史料，都经

过仔细的校勘，去伪存真，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史料基础。他毕生勤于著述，正式出版的著述

达到四十多种，是当代史坛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经

他手整理的太平天国史料，粗略估计也要在一千二百

多万字。太平天国史料中谬误之多，历史罕见。不认

真进行辨伪、考订，盲目依靠这些材料去研究，太平天

国史的研究就会陷于混乱。罗尔纲从 1930 年代开

始，即从事太平天国史料的考证工作。当时，他立志

做一个“清道夫”，即通过对史料的辨伪、考证，为后人

研究太平天国有关问题创造必要基本条件。
罗尔纲走上搞考证，并专门研究太平天国的道路

与其老师胡适对他的指导分不开。胡适教人搞考证

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罗尔纲在胡适这里真

正领会了这个原则的要领。搞考信和辨伪是一项非

常艰苦的工作，很枯燥，研究者不仅要有能坐冷板凳

的精神，还要有“打破沙锅纹到底”的执著。吴晗形容

罗尔纲的考证方法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最

后把心露出来。而且，他还不以问题解决到是对还是

错为止，他还要进一步考证出所以出错的原因，故其

考证结果往往让人心服口服。同时，他还要进一步对

其所考证的事物( 人物、事件) 作出评价。所以，其学

术成就不仅仅在于考证方面，他还有许多研究太平天

国的著作。1930 年代，他就写出《太平天国广西起义

史》，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并不断修订了《太平天

国史稿》，而到晚年又有四卷本的《太平天国史》问

世。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料的考证中有一个特别的

贡献，就是辨别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给李秀成自

述做注释并考证其真伪的工作，可以说伴随着他的一

生，从 193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一直在搞。他 1931 年开

始注意到清政府根据李秀成自述抄录的《李秀成供》。
1944 年，广西通志馆派人去湘阴曾家抄录了自述原

稿，请罗尔纲做注释。他于 1951 年出版了《忠王李秀

成自传原稿笺证》，后于 1957 年出版了增订本。此

后，又不断修改、补充，完成了《增补李秀成自述原稿

注》，于 1982 年出版。这已花费了他半个世纪的心

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在继续搜集资料，不断

有所发现，将新的材料、新的注释及时补充进去。直

到 1995 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了增补本《李秀成自述

原稿注》，这已是他六十年严谨治学的结果了。
罗尔纲说，他作考证用的方法，是乾嘉学派用的

考据方法。这一种方法，从实际出发，依据证据，实事

求是地鉴定史料或史实的真伪，其特征和长处就是务

实、严紧和缜密。他强调，在狭隘的范围内，在研究事

物的简单的寻常关系时，还可以应付，一超出这个界

限，需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矛盾，需要把握

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

了。这就是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他认为:“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就不能遵守乾嘉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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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法则，我已经越过局限，对个别事物的互相联系

进行解释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要全面地深入地

去发掘历史事件的内容，就“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观点、立场这一个武器不可”［7］( P3—4)。正是由于他

一方面能够熟练地运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能掌

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法则，并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

来，因此能解决一些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二重证据法是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的研究古史

的方法。新时期的历史学家创造性地运用二重证据

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取得了巨大的新突破。如苏秉

琦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新发现，在对中国文明

起源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苏秉琦是一位考古学家，从 1934 年起即从事田

野调查、考古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从事考古工作。他从事

的大量考古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

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他一方面从事实际考古工作，一方面又具有开

阔的视野和全局观念，善于进行理论思维。特别是

1980 年代以来，他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就考古学

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一些问题作了尝试性

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格局、系统

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了研究方法的意义。
因而，他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单一中心

的“摇篮说”，建立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具体途径的

“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的一整套理论。
1981 年，他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

问题》一文，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作

了全局性归纳，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
把中华文化分为六个区域: 陕豫晋邻近地区、山东邻

近部分地区 、湖北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鄱阳

湖———珠江三角洲地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

区。他认为，各个区系都显示了独立发展的明显脉

络，但又是互相影响的。他的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

新石器考古文化的差异性，建立起中国考古学文化的

谱系，而且展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性，取代了中

华文明从黄河流域单一中心起源说。他认为，把黄河

中游称作中华文明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

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

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1980 年代中期，辽西

地区相继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

绥中到秦皇岛的秦代离宫建筑群等考古新发现，他又

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的观点，认为

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

不同步，但都以其自身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

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1990 年代以后，苏秉琦又发表了《关于重建中国

史前史的思考》等文章，进一步作出了中华文明“多元

一统”的宏观概括，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条线互有

交错的网络系统”，“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

不同，多元、一统的格局铸就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

命力”。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又说:

“重建中国古史，是考古学科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历

史研究的转折点，甚至也是世界史研究的转折点。”于

是，他从考古学上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
帝国”这样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历史发展框架。这些宏

观上的精辟论述，形成了他对中国古史的一个系统认

识，即建立起了中国古史框架，阐明了中国国家起源

与发展特征。
林甘泉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他把马克思主

义的方法和传统的二重证据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封

建土地制度问题，作出了出色成绩。1950 年代，林甘

泉和侯外庐对于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进行了讨论。
1954 年，侯外庐提出，在“中国中古封建是以皇族地

主的土地垄断制为主要内容，而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

念是比较缺乏的”。侯外庐这里所说的“皇族土地所

有制”，实际上也就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侯外庐

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很大轰动，有人赞成，也有人反

对。1957 年，林甘泉发表了《试论汉代的土地所有制

形式》一文，与侯外庐进行商榷。1963 年，林甘泉又

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一文，肯定了中国

封建社会存在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

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而以封建地

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此后他就对这种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形成过程作了进一步研讨。
林甘泉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和其形成

过程的研究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了进一步的深

入。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实践了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利用地下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互相印

证。例如，1975 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一批周共王

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铜器的铭文就是研究西周土地关

系的珍贵资料。《文物》1976 年第 5 期发表了这批铜

器的发掘简报，林甘泉写了《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

新认识———读岐山董家村出土铜器铭文》，与简报同

时发表。在这批青铜器的《卫盉》、《五祀卫鼎》、《九

祀卫鼎》的铭文中都有关于土地转让的记载，但是不

是土地自由买卖的证据呢? 他认为，从铭文上所反映

的土地交换，只能说明西周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化的

过程已经日益明显，但这种土地交换还带有相互馈赠

的性质，并非属于商业行为的土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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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具

体途径》一文，利用出土文物对土地制度史作了进一

步研究。由于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的竹

书《孙子兵法·吴问篇》和《田法》，对说明春秋战国

时期土地关系的变动有重要意义。另外，1975 年湖北

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中的《田律》也有土地制度的

反映。他认为，《田法》中所说的“三岁而壹更赋田”，

就是三年更换份地的制度，州、乡的耕地根据美恶分

为上、中、下三等，分别授给各家农民耕种。但从《吴

问篇》的记载中也能看出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在迅速发

展，许多农民家庭实际占有的土地已经超出原有份地

的面积，所以“百步为亩”的亩制也被突破了。有的以

一百六十步为亩，有的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这些新贵

族势力扩大亩积，正是适应了土地私有化发展的要

求。
正是由于运用了文献资料和地下考古资料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使他的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大大地向前

推进了一步。1990 年，由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土地制

度史》第一卷出版，这一研究成果的出现体现了在唯

物史观指导下史学方法的进步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

化。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

思主义史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特别是在方法论的继

承与创新上有了很大进展。当今史学家在从事史学

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坚持与唯物史观密切联系的基本

史学方法之外，还能够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史学的

基本方法，使这些方法的效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

史学研究中取得了更大成绩。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

一步梳理、挖掘、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方法，逐渐形成一

个系统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体系。同时，认真总结

几十年来新史学家们在运用传统史学方法上的实践

与创新，两者结合起来，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史学

方法论体系必将会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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